
　 　 　 区域开发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8 卷第 3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8
 

No. 3
 

2022

Doi:
 

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21. 06. 004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海央,朱明月,马娜.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分异[J]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39-51.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jg. 2021. 06. 004.

Citation
 

Format:
 

LI
 

Haiyang,ZHU
 

Mingyue,MA
 

Na. Measurement
 

and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J] .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2( 3):39 - 51.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 -

5831. jg. 2021. 06. 004.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省消费信贷政策对经济高质量的传导效应测度研究” ( YB2019008);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

究基金教师类项目“西南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的传导效应” (2019J0053);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资助项目“云南省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KKSY201808025)

作者简介:李海央,昆明理工大学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Email:hyramli@ outlook. com。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
水平测度与时空分异

李海央1,朱明月2,3,马　 娜1

(1.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2. 云南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云南
 

昆明　 650500;3.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农村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则

是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动力。 对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作为“量的扩张”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理应包括“量”与“质”的双重维度,彼此共生协调决定着系统功能的实现。 以“量的扩

张”和“质的提升”为框架,确定“覆盖广度”“覆盖深度”“机构可持续性”“发展可持续性”为分项指标,
构建包含 13 个基础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应用熵权法合成测度 2009—2018 年间“量的扩张”“质的提

升”方面指数与“量质结合”总体指数,以此为基础解析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 研究

发现:在时间维度的分异表现中,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增长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总体水

平的提升较为显著。 同时,“量的扩张”“量质结合”指数在各观测值间差别逐步缩小,“质的提升”指数

差异性则缓慢扩大。 “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间的相互关系存在“负相关→正相关→低相关”的演化

过程,尤其是近年来相互协同力逐步降低,表明“质的提升”不以“量的扩张”为主要约束;在空间维度的

分异表现中,“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水平皆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性,整体分布特征与全国经济发展

水平相吻合,形成了由西向东逐层递增且以胡焕庸线为主要分界的梯度化分异格局,这一分异格局还具

备近邻扩散表现,呈“西进”态势。 农村金融“质的提升”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在 2015—2018 年间“质的

提升”水平开始显现极差化分异格局,相对更高等次的省域分布于不同经济区域,这一分异格局具备跳

跃扩散表现,呈“北上”态势。 整体来看,近邻扩散为表现的“量的扩张”“量质结合”空间分异过程中,也
驱动了局部的空间集聚性联系。 而跳跃扩散为表现的“质的提升”空间分异过程中,则驱动了局部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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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散性联系。 根据以上研究建议如下:以财政和税收政策保障农村金融市场完备发展,促使金融组织

脱离“精英俘获”行径,以降低交易成本、扩展服务边界、提高金融机构技能和增加信息透明度等方式提

升“三农”领域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以及加强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可持续性与发展可持续性的能力建设。
关键词:农村金融;量的扩张;质的提升;量质结合;时空分异

中图分类号:F832. 7;F329. 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2)03-0039-13

一、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以往研究中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多是围绕经济增长领域。 经济增长质量内涵于经济发展进

程之中,是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固有特性满足经济发展特定要求的程度的反映[1-3] ,而“经济高质量发

展”相比“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又含括了“数量的扩张” [4] 。 与之相契合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是“量

的扩张”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内涵理应包括“量”与“质”的双重维度,外延体现为金融发展和实体

经济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金融发展“量的扩张”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藉由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新金融中介理论得以发展。

研究指出 Arrow-Debreu 范式中的完全信息金融市场不复存在,由于交易成本的原因而使金融中介

具有存在必要性[5-6] ,这一突破性进展使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 时至 20 世纪 90 年

代,金融发展减贫效应被纳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论证主要围绕缩减收入分配差距开展。
Greenwood 和 Jovanovic 通过构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关系的动态模型并进

行改进,论证了收入分配状况随金融发展遵循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7] 。 对此,Aghion 和 Bolton 引

进“财富异质性”揭示收入分配差异的形成因由,认为金融市场的高利率不利于贫困人群获得融资,
但随着富裕人群财富累积,金融市场资金供给增加,利率降低可以促发“涓滴效应”令贫困人群获得

金融市场融资机会,以此推动收入差距缩减[8] 。 Matsuyama 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囿于信贷市场的不

完备性和对违约风险的顾忌,市场均衡利率仅能保证富裕人群融资需求,会将贫困人群阻隔于贷入

资金门槛之外,只对其提供贷出资金的选择。 当期财富分配对金融市场供求产生影响,下期金融市

场供求则影响财富分配,经济的动力系统由市场均衡利率和财富分配的变化来共同推进。 收入分

配会极化成贫富差距,但信用市场增长的需求最终将推高利率,使得贫困人群获得高利息收入,在
“涓滴效应”作用发挥下财富分配趋于收敛[9] 。 Fowowe 和 Abidoye 也指出,金融发展可以解决市场

失灵情况和融资高成本等问题,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提升,从直接或间接途径产生减贫效应[10] 。
我国“三农”领域关注重点正是农民收入与贫困问题,在跨越“绝对贫困门槛”后,可持续性减贫

的新要求从重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 建立具有普惠性质的金融体系破解农贷

资金配置固化的格局,发挥农村金融发展的“涓滴效应”,有利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均衡和贫困问

题[11] 。 从而,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必然是实现“量的扩张”,这一表现的内涵在于金融可得

性程度的提升,是农村生产经营主体能够以合理的成本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金融资源、金融服务,
其实质是农村金融资源供给性与需求性的平衡。

(二)金融发展“质的提升”
以往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质”的维度并没有明确界定,相关研究藉由“金融脆弱性”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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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持续性”等视角切入对此有所涉及。 Bernanke 等[12] 、Crockett[13] 认为,金融不稳定的主要表现

是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状态极易损害宏观经济运行甚至产生金融危机。 因金融经济分析中主观

概率的引入,通常将“风险”与“不确定性”两个概念混同使用,在金融安全稳定的状态下,金融体系

应具备实现核心经济功能的能力基础,即在遭受冲击压力或结构性变化时期,其有效分配金融资

源、吸收化解经济不确定性的能力不受影响。
在现代金融经济发展视域下,金融发展功能(包括基本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和衍生功能)

的实现需以可持续为依托,在遵循金融发展客观规律前提下,要求建立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完善金

融机制、提高改善金融效率、合理配置金融资源,进而实现长期内的金融稳健发展[14-15] 。 伴随微型

金融、普惠金融的推进发展,农村金融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存在供求不平衡、服务质量

差、融资渠道窄和经营不确定性高等问题,可持续发展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亟需建立[16-17] 。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共生共荣。 要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农业经济的效率与水平,就必然要求农

村金融发展保证“质的提升”,内涵在于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既包括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存可

持续,还包括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可持续,其实质是优化农村金融使用效应性和可负担性。
(三)金融发展“量质结合”
系统作为相互联系与作用的多元素复合体,内部元素之间彼此融合,整体效应高于局部之和,

具有整体性、非加和性、开放性及动态性特征[18] 。 将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视作一套完整系统,金融

资源要素的整合协调有助于整体利益的实现。 制度学派的观点也启示我们,对金融协调的实施机

制、外在因素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利于以较小成本实现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 金融协调机制的

内涵在于通过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的

一般性规律,构造金融协调的调控体系以支撑经济发展[19] 。 金融协调的层次包括内部协调(如金

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间的协调)与外部协调(如宏观经济要素、微观经济要素之间的协调),
其原则既包括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金融动态效率与静态效率的统一,还应该坚持数量发展与质量

发展的统一。
因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之间能否形成协同促进的良性循环,不仅在于农村金融机构间的相

互依存与互补、农村金融面向“三农”领域的重点支撑[18] ,还应体现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系统内

部的协调运转。 具体而言,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整体系统的内涵要素“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形

成共生要素并决定着系统功能,二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与程度并非单一强调同步提升,而应具备为了

实现系统功能而处于相互合作及有序的协调状态。
推而及之,农村金融“量”“质”要素与农村经济发展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藉由物质、能量

和信息的交换而实现新陈代谢,存在着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动态特性,产生时空分异的变化。 这一

表现的内涵在于金融“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有机协同,其实质是在把握经济发展变迁规律下,农
村金融高效包容供给体系的发展、更为稳健持续的发展、能够满足实体经济高质量诉求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为基础,融合金融大三角框架思想并借鉴相关研究的有

益元素[20-22] ,在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阶段,以“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作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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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指数:其一,对于“量的扩张”方面指数主要以农村金融发展覆盖力进行表征,覆盖力作为微观金

融首要目标具有较强综合性,分项指标应涵盖农村金融的覆盖广度(指农村金融“面”的覆盖,包括

服务范围、服务人数等)以及覆盖深度(指农村金融“点”的渗透,包括服务种类、服务人群等);其
二,“质的提升”方面指数主要以农村金融可持续性进行表征,农村金融可持续性之所以重要,在于

如若农村金融机构出现资本侵蚀、流动性缺乏等问题,或者农村金融体系难以为继,则不利于“三

农”领域在长期内稳定获得金融服务并持续获益,因而其分项指标应该体现机构可持续性(指农村

金融“经营”的维续,如收益能够补偿实施成本)和发展可持续性(指农村金融“目标”的瞄准,包括

结构优化与效率优化等)。
综上,确定“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2 个方面指数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评价维度,其

中包含“覆盖广度”“覆盖深度” “机构可持续性”和“发展可持续性”4 个二级分项指标,并以“农村

金融机构网点人口覆盖率”“涉农贷款人口覆盖率” “不良贷款率” “农村金融效率”等 13 个基础指

标进行刻画,所构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方面指数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属性 计算方法与描述

量的扩张

覆盖广度

覆盖深度

主要农村金融机构网
点人口覆盖率 正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网

点数)① / 农村人口数

主要农业金融机构网
点地理覆盖率 正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小型农村金融机构网

点数) / 土地面积

主要农村金融机构人
员人口覆盖率 正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数+小型农村金融机

构服务人员数) / 农村人口数

主要农村金融机构人
员地理覆盖率 正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数+小型农村金融机

构服务人员数) / 土地面积

涉农贷款人口覆盖率 正 涉农贷款余额 / 农村人口数

涉农贷款地理覆盖率 正 涉农贷款余额 / 土地面积

农业保险密度 正 农业保险收入 / 农村人口数

农业保险深度 正 农业保险收入 / 农业总产值

质的提升

机构可持续性

发展可持续性

不良贷款率 逆 不良贷款余额 / 总贷款余额

农村金融存贷比 正 涉农贷款余额 / 存款余额

农村金融集聚度 正 采用区位熵方法进行测算

农村金融结构 正 涉农贷款余额 / 全部贷款余额

农村金融效率 正 农业总产值 / 涉农贷款余额

　 　 需要说明的是,发展可持续性分项指标“农村金融集聚度(Agg)”采用区位熵方法进行测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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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该基础指标测算所应用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根据指标解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

款公司,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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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过程利用地区农村金融集聚水平和全国农村金融集聚水平的比值,公式如下:

Aggi,t =
RFSi,t

GDP i,t
( )

􀰐
n

1
RFSi,t

􀰐
n

1
GDP i,t

( ) (1)

式中, RFSi,t 和 GDP i,t 表示 t 时期 i地区的农村金融从业人数(包括新型农村金融和小型农村金

融机构)和农业总产值, Aggi,t 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农村金融集聚程度越高。
(二)基础指标预处理

以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的空间范围(未包含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构建农村

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指标数据特征和研究问题需求,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于

2009—2018 年,相关数据获取于《金融统计年鉴(2009—2018)》、国家统计局官网、中经网、WIND 数

据库、国泰安数据库等。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可比性,对各基础指标作如下处理:首先,对数据进行

频度转换,高频数据转为低频数据;其次,通过线性插值法、B-J 短期估测等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填

补;最后,涉及的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以 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进行计算。
(三)熵权法的选择

结合基础指标统计性质在赋权过程中选择熵权法,利用熵值判断指标离散程度并计算各基础

指标权重,以得出更为客观的评价结果。 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基础指标较多,且原始数据存在量纲和

量级的差异,采用杨万平和袁晓玲[23] 改进的极差变换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假定 X ij 表示样本 i 第 j
个指标的数值, m 和 n 分别为样本个数和指标个数。 属性为正向指标标准化方程如下:

X′
ij =

X ij -Xmin( ij)

Xmax( ij) -Xmin( ij)

× 40 + 60 (2)

逆向指标标准化方程如下:

X′
ij =

Xmax( ij) -X ij

Xmax( ij) -Xmin( ij)

× 40 + 60 (3)

其中, i 表示各省域, j 为选取的各项基础指标, X ij 为原始值, X′
ij 是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赋值,

Xmax( ij) 和 Xmin( ij) 分别表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计算指标 X′
ij 的比重 R ij :

R ij =
X′

ij

􀰐
m

i = 1
X′

ij

 (4)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 j :

E j =-
1

lnm􀰐
m

i = 1
R ij·ln(R ij)

  

(5)

对于评价指标 j ,其 X′
ij 的差异越大, E j 越小,即各样本第 j 个指标值差异大,表明该指标反映的

信息量越大,其熵值就越小。 进一步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G j :
G j = 1 -E j

 (6)
式(6)中, Gj 值越大,表示指标 Xj 在综合评价中具有越强的贡献程度。 由此得到指标 Xj 的权重Wj:

W j =
G j

􀰐
n

j = 1
G j

=
1 -E j

􀰐
n

j = 1
(1 -E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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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计算第 i 个省域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方面指数与总指数值 Si :

Si = 􀰐
n

j = 1
W jR ij

 (8)

采用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农村金融“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方面指数,进一步合成“量质结合”
总指数,共同作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准则。 为消除异方差对各指数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分异

(一)时间分异

1.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增长态势

为从整体角度观察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间分异特征,对测度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表

2)。 根据均值与中位数对于数据特征集中趋势的表现,2009—2018 年间农村金融“量的扩张” 和

“量质结合”指数皆处于稳步提升态势,而“质的提升”指数则于 2009—2012 年处于下降态势,2013
年后逐步转为上升;根据极差和标准差对于数据特征离散趋势的表现,2009—2018 年间农村金融

“量的扩张”和“量质结合”指数在各观测值之间的差别逐步缩小,而“质的提升”指数在各观测值之

间的差异性则具有缓慢扩大态势。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量的扩张 质的提升 量质结合

均
值

中
位
数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标
准
差

均
值

中
位
数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标
准
差

均
值

中
位
数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标
准
差

2009 4. 98 5. 30 7. 10 -2. 11 1. 74 -0. 71 -0. 71 -0. 22 -1. 11 0. 21 4. 52 4. 79 6. 59 -1. 31 1. 57

2010 5. 05 5. 33 7. 13 -2. 05 1. 73 -0. 83 -0. 81 -0. 43 -1. 24 0. 20 4. 59 4. 82 6. 62 -1. 14 1. 55

2011 5. 16 5. 41 7. 24 -0. 93 1. 60 -0. 88 -0. 88 -0. 44 -1. 23 0. 18 4. 66 4. 90 6. 73 -0. 99 1. 54

2012 5. 23 5. 46 7. 31 -0. 98 1. 60 -0. 93 -0. 92 -0. 36 -1. 87 0. 26 4. 73 4. 95 6. 80 -1. 25 1. 57

2013 5. 33 5. 55 7. 44 -0. 61 1. 57 -0. 92 -0. 89 -0. 28 -2. 07 0. 29 4. 83 5. 04 6. 93 -0. 98 1. 55

2014 5. 41 5. 61 7. 55 -0. 20 1. 52 -0. 83 -0. 80 -0. 24 -2. 14 0. 32 4. 90 5. 10 7. 03 -0. 62 1. 51

2015 5. 49 5. 69 7. 55 0. 17 1. 47 -0. 69 -0. 63 -0. 13 -2. 10 0. 34 4. 98 5. 18 7. 04 -0. 27 1. 46

2016 5. 54 5. 78 7. 53 0. 82 1. 38 -0. 65 -0. 59 -0. 19 -1. 75 0. 30 5. 04 5. 27 7. 02 0. 36 1. 37

2017 5. 59 5. 82 7. 66 1. 08 1. 35 -0. 60 -0. 54 -0. 09 -1. 67 0. 33 5. 09 5. 31 7. 15 0. 61 1. 34

2018 5. 61 5. 85 7. 66 1. 31 1. 34 -0. 55 -0. 52 0. 00 -1. 55 0. 31 5. 10 5. 34 7. 15 0. 84 1. 33

　 　 在研究涉及的 10 年间选取 2009、2012、2015、2018 年“量质结合”总指数测度结果进行浮动柱状

图绘制(图 1),从中可见:2009—2018 年间,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升态势在各省域间皆

较为明显,其中提升较为显著的多为西藏、青海、新疆、贵州、甘肃等西部地区,增长率分别达到

163. 95%、61. 78%、39. 91%、17. 68%和 16. 8%,海南、江西、黑龙江、福建等东部、中部、东北部省域也

具有较高增长率,分别达到 19. 97%、13. 94%、11. 96%和 11. 78%;提升幅度较低的如北京、广东、辽
宁、河北等省域增长率也皆高于 5%。

2. 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的相关性由负转正

同样选取 2009、2012、2015、2018 年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指数测度结果,以“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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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指数为横轴、“质的提升”指数为纵轴进行散点图绘制,并添加线性趋势线(图 2),从中可见:
2009 年散点拟合线的斜率为负值,表明农村金融“量的扩张”指数与“质的提升”指数在此阶段呈现

负相关特征;在 2012—2015 年间,拟合曲线斜率逐步转为正值,且斜率值变得更加陡峭,至 2018 年

斜率再次向平缓趋近。

图 1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浮动柱状图

图 2　 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散点图

结合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之间的二元关系进行测度(见表 3),在
2009—2011 年间,“量的扩张”指数与“质的提升”指数呈现负相关关系,自 2012 年开始转为中等强

度正相关关系且处于小幅提升中,至 2015 年相关系数开始回落,呈现为低相关。 综合可见,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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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发展历程中,于 2011 年以前的阶段中“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并未同步推进;2012—
2015 年间“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之间协同性更为明显,其后虽然两个方面指数仍存在正相关关

系,但显而易见的是相互协同力已逐步降低。
表 3　 Pearson 相关系数测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0. 270 -0. 447 -0. 052 0. 425 0. 547 0. 559 0. 461 0. 284 0. 239 0. 196

　 　 (二)空间分异

1. 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呈现梯度化分异特征

比较农村金融“量的扩张”“质的提升”和“量质结合”指数测度值,“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
两组数据结构的集中趋势与离散趋势接近,可以认为农村金融“量质结合”总水平测度主要由“量的

扩张”水平进行贡献。 而农村金融“质的提升”水平测度结果多为负值,尽管在时间推移中展现提升

态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
基于分析空间分异特征的需要,以 ArcGIS

 

10. 7 软件对 2015 年“量质结合”水平测度结果进行

自然间断点计算,适度取整并划定为低( -1. 500~ 1. 000)、较低(1. 001~ 3. 500)、中(3. 501 ~ 5. 000)、
较高(5. 001~ 6. 000)和高(6. 001~ 8. 000)五个等次,作为基准对 2009、2012、2015 和 2018 年农村金

融“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指数进行空间分级;同样步骤将“质的提升”水平划定为低( -1. 500 ~
-0. 800)、较低( -0. 799 ~ -0. 600)、中( -0. 599 ~ -0. 400)、较高( -0. 399 ~ -0. 200)和高( -0. 199 ~
0. 000)五个等次,作为基准对 2009、2012、2015 和 2018 年农村金融“质的提升”指数进行空间分级。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级结果见表

 

4。
对比可见,我国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水平皆具有较强的空间差异性,整体分布特

征与全国经济发展总水平相吻合,形成了由西至东逐次递增的梯度化分异格局。 以农村金融“量质

结合”水平为例,这一格局以胡焕庸线为界,东西两侧分布差异明显,至 2018 年“量质结合”指数值

高于较高等次的省域仍多集聚于我国的东部区域,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总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的不

仅包含山东、江苏、广东等农业大省,还包含浙江、上海等具有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

体系和金融业务体系的省域。 以资源丰富、农业基础雄厚的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域为桥梁,呈
现自东向西辐射带动的态势。 西部区域如新疆、青海、甘肃等省份的“量质结合”指数值一直处于较

低水准,尤其是西藏地区未有明显的等次提升。 以上空间分异现象具有近邻扩散特征,表现为经济

现象由发达区域向其相邻周围区域的扩散,主要特征是在空间中呈现一定的连续性,遵循距离衰减

规律,即扩散性伴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递减。 由此,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水平近邻扩

散的本质是地域扩张,形成了梯度化的空间分异格局,而尤其以“西进”的态势较为明显。
2. 农村金融“质的提升”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

如表
 

4 所示,我国农村金融“质的提升”水平亦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但整体与“量的扩张”
“量质结合”水平的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区别,呈现空间分布下的级差化分异格局。 具体而言,2009—
2014 年间,全国范围农村金融“质的提升”并不存在明显差距,整体发展态势仍趋于一致,仅有浙江、
山西等省域位于相对较高等次。 至 2015—2018 年,农村金融“质的提升”级差化分异特征逐步形

成,“质的提升”相对更高等次省域分布于全国不同经济区域。 如东北区域的吉林、辽宁和黑龙江,
东部区域的山东,中部区域的山西、江西,以及西部区域的甘肃、青海和云南等,皆位于农村金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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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质的提升”维度下的较高等次中,而重庆、陕西、广东和江苏等省域则位于较低等次,并未

出现与经济发展总水平高度吻合的现象。 以上空间分异现象具有跳跃扩散特性,表现为经济现象

在整体空间中的运动轨迹为不连续的跳跃或迁移,主要特征是在空间中呈现迁移跳跃的随机性,扩
散形式的规律性较差,而引发跳跃扩散的原因多是政府或市场力量所推动。 由此,在农村金融“质

的提升”水平跳跃扩散的过程中,形成了级差化的空间分异格局,从 2018 年所形成的农村金融“质

的提升”水平分异结果来看,呈现一定的“北上”态势。
表 4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空间分级

量的扩张 质的提升 量质结合

2009 2012 2015 2018 2009 2012 2015 2018 2009 2012 2015 2018

安徽 较高 较高 高 高 低 低 较低 较低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北京 高 高 高 高 低 低 中 中 高 高 高 高

福建 较高 较高 较高 高 低 低 中 较低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甘肃 中 中 中 中 中 低 较低 高 较低 中 中 中

广东 高 高 高 高 较低 低 低 低 较高 较高 较高 高

广西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低 低 中 较高 中 中 中 中

贵州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中 较低 较低 中 中 中 较高 较高

海南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低 低 低 较低 中 中 较高 较高

河北 较高 高 高 高 较低 低 较低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河南 高 高 高 高 较低 低 较低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黑龙江 中 中 中 中 中 低 较低 较高 中 中 中 中

湖北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低 低 低 低 中 中 较高 较高

湖南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低 低 较低 较低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吉林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中 低 较低 高 中 中 中 较高

江苏 高 高 高 高 低 低 较低 低 较高 高 高 高

江西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低 较低 中 较高 中 中 较高 较高

辽宁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低 低 低 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内蒙古 中 中 中 中 较低 低 高 较高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低

宁夏 中 中 较高 较高 低 低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青海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高 较低 中 较高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低

山东 高 高 高 高 较低 较低 中 较高 较高 高 高 高

山西 较高 较高 高 高 较高 中 高 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陕西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低 低 较低 低 中 中 中 中

上海 高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较低 高 高 高 高

四川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中 较低 中 较低 中 中 中 较高

天津 高 高 高 高 较低 低 中 中 高 高 高 高

西藏 低 低 低 较低 较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新疆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低 中 低 低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低

云南 中 中 中 中 较低 低 中 较高 中 中 中 中

浙江 高 高 高 高 中 较高 较高 中 高 高 高 高

重庆 较高 较高 较高 高 低 低 低 低 中 较高 较高 较高

　 　 3. 农村金融“量的扩张”“量质结合”与“质的提升”的空间联系形式趋异

应用 GeoDa
 

1. 14 软件计算 2009—2018 年测度指数的全局 Moran’s
 

I 值,根据统计结果(表
 

5),
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水平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特征,其数值集中分布在空

间上的聚类程度高于预期,但这种集聚性总体表现为缓慢下降趋势。 而农村金融“质的提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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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分布具有更强的随机性,并不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
表 5　 全局自相关分析检验结果

量的扩张 质的提升 量质结合

Moran’s
 

I Z 统计量 Moran’s
 

I Z 统计量 Moran’s
 

I Z 统计量

2009 0. 248 2. 573∗∗ 0. 010 0. 363 0. 275 2. 613∗∗

2010 0. 242 2. 380∗∗ -0. 002 0. 275 0. 270 2. 567∗∗

2011 0. 239 2. 316∗∗ -0. 103 -0. 610 0. 267 2. 538∗∗

2012 0. 229 2. 244∗∗ -0. 108 -0. 698 0. 257 2. 472∗∗

2013 0. 221 2. 167∗∗ -0. 039 -0. 074 0. 249 2. 397∗∗

2014 0. 220 2. 160∗∗ -0. 012 0. 170 0. 249 2. 522∗∗

2015 0. 211 2. 078∗∗ -0. 075 -0. 408 0. 240 2. 308∗∗

2016 0. 196 1. 950∗∗ -0. 161 -1. 188 0. 224 2. 182∗∗

2017 0. 189 1. 897∗∗ -0. 074 -0. 399 0. 218 2. 126∗∗

2018 0. 196 1. 949∗∗ -0. 014 0. 113 0. 225 2. 182∗∗

　 　 注:∗∗∗、∗∗、∗分别表示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应用局部自相关分析手段,以分析单元“量的扩张” “质的提升”和“量质结合”指数为横

轴,以其空间滞后向量为纵轴,绘制 2009—2018 年间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均值的 Moran 散

点图(图
 

3),四个象限分别对应不同分析单元与其周围区域的空间联系。

图 3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数 Moran 散点图

整体来看,中国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水平具有正的空间联系,而“质的提升”水

平空间联系不强。 具体而言:在 2009—2018 年间,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评价指数的

Moran 散点图较为接近,位于第一象限的省域占比 64. 52%,包括浙江、山东、北京等,位于第三象限

的省域占比约为 22. 58%,包括甘肃、青海、新疆等,以上象限代表高(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同是

高(低)值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 位于第二与第四象限的省域占比仅为 12. 90%,包括内蒙

古、四川、广东等,以上象限代表高(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低(高)值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
与之区别的是,农村金融“质的提升”评价指数的 Moran 散点图分布较为分散,位于第一至第四象限

的省域数量分别为 5、9、8 和 9 个,表明“质的提升”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分散性,也印证了前述“农

村金融‘质的提升’具有跳跃扩散特性”的结论。
综上所述,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呈现空间集聚分异特征,“质的提升”呈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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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分异特征。 以上特征的形成是由空间扩散的多种形式共同实现:其一,近邻扩散促使农村金融

“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呈现了梯度化的空间分异特征,而这一扩散过程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连

续性,由此在结果上表现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集聚性;其二,跳跃扩散促使农村

金融“质的提升”具有级差化的空间分异特征,这一扩散过程在空间上具有跳跃性,由此在结果上表

现为农村金融“质的提升”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局部空间分散性。 因而,由于空间扩散形式的作用

方式不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扩散过程中,其作用过程相互交织且分别发力,形成了农村金融“量的

扩张”“量质结合”与“质的提升”水平空间联系形式存在差异的整体格局。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增长态势,西部地区提升较为显著。 各省域间“量

的扩张”和“量质结合”水平的差别逐步缩小,而“质的提升”水平则呈现差异扩大的趋势。
第二,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水平历经负相关(2009—2011 年) →正相关(2012—

2014 年)→低相关(2015—2018 年)的演化历程,二者的相互协同力较低,推论可知农村金融“质的

提升”不以“量的扩张”为主要约束。
第三,在近邻扩散主导下,农村金融“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水平形成了以胡焕庸线为界、差

异明显的梯度化分异格局,尤其以“西进”的态势较为明显;在跳跃扩散主导下,农村金融“质的提

升”水平形成了不规则的级差化分异特征,并呈现一定的“北上”态势。
第四,多种空间扩散形式促动了农村金融“量的扩张”、“量质结合”与“质的提升”空间分异特

征的差别,也由此形成了空间联系形式的差异,表现为“量的扩张”与“量质结合”水平呈现明显的集

聚化分异特征,“质的提升”水平的空间分布则较为分散。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在宏观层面,制定政策措施以落实促进农村金融市场

完备发展为目标,以财政和税收政策促使金融组织脱离“精英俘获”行经,逐步放松金融抑制与加强

金融监管同步进行;其次,在中观层面,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展金融服务边界、提高金融机构技能

和增加金融服务信息透明度等方式,提高农业、农村和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与能力[24] ;最后,在
微观层面,对于农村金融“量的扩张”可由东向西逐步带动发展,体现为金融供给的“下行战略”,而
农村金融“质的提升”则体现为金融机构采用行之有效的业务模式和经营策略,管控内外部风险,并
进行维持其农村金融业务可持续性和发展可持续性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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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sation
 

is
 

the
 

sole
 

path
 

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rural
 

economy
 

is
 

the
 

key
 

and
 

complex
 

factor
 

of
 

rural
 

revitalis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
 

is
 

the
 

benign
 

driver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sation.
 

This
 

study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
 

As
 

a
 

product
 

of
 

􀆵quantitative
 

expansion 
 

at
 

a
 

certain
 

stage 
 

rural
 

finance
 

should
 

include
 

the
 

dual
 

dimensions
 

of
 

􀆵 quantity 
 

and
 

􀆵 quality  
 

and
 

their
 

symbiosis
 

and
 

coordination
 

determine
 

the
 

realisation
 

of
 

system
 

functions.
 

Considering
 

􀆵quantitative
 

expansion 
 

and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as
 

the
 

framework 
 

the
 

study
 

determines
 

􀆵 coverage
 

breadth  
 

􀆵 coverage
 

depth  
 

􀆵 institutional
 

sustainability 
 

and
 

􀆵 develop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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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as
 

sub-indicators
 

to
 

buil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cluding
 

13
 

basic
 

indices.
 

This
 

study
 

adopt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synthesise
 

and
 

measure
 

indices
 

of
 

􀆵expansion
 

of
 

quantity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the
 

overall
 

index
 

of
 

􀆵 quantity - quality
 

combination  
 

from
 

2009
 

to
 

2018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
 

This
 

study
 

results
 

reveal
 

that
 

in
 

term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erformance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nce
 

in
 

China
 

is
 

generally
 

increasing 
 

and
 

the
 

improvement
 

in
 

the
 

overall
 

level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more
 

significant.
 

Concurrently 
 

there
 

is
 

a
 

gradually
 

decreas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bserved
 

values
 

of
 

􀆵quantity
 

expansion 
 

and
 

􀆵quantity-quality
 

combination  
 

whereas
 

the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index
 

is
 

slowly
 

expanding.
 

There
 

i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 negative
 

correlation
 

→
 

positive
 

correlation
 

→
 

low
 

correl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 quantity
 

expansion  
 

and
 

􀆵 quality
 

improvement   
 

especially
 

the
 

gradually
 

decreased
 

synergy
 

in
 

recent
 

years 
 

indicating
 

that
 

􀆵quality
 

improvement 
 

is
 

not
 

mainly
 

constrained
 

by
 

􀆵quantity
 

expansion .
 

In
 

terms
 

of
 

differentiation
 

performance
 

of
 

spatial
 

dimensions 
 

robust
 

spatial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levels
 

of
 

􀆵 quantity
 

expansion 
 

and
 

􀆵 quantity - quality
 

combination .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forming
 

a
 

gradient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that
 

increases
 

layer-by-layer
 

from
 

west
 

to
 

east 
 

with
 

the
 

Heihe-Tengchong
 

Line
 

as
 

the
 

main
 

boundary.
 

This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has
 

neighbour
 

diffusion 
 

revealing
 

a
 

􀆵 westward  
 

trend.
 

The
 

overall
 

􀆵 quality
 

improvement 
 

in
 

rural
 

finance
 

is
 

still
 

low.
 

From
 

2015
 

to
 

2018 
 

the
 

level
 

of
 

􀆵quality
 

improvement 
 

started
 

showing
 

a
 

highly
 

differential
 

pattern.
 

Provinc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differentiation
 

are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economic
 

regions.
 

This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has
 

leap
 

diffusion
 

and
 

shows
 

a
 

􀆵 northward 
 

trend.
 

Overall 
 

􀆵quantity
 

expansion 
 

and
 

􀆵quantity-quality
 

combination 
 

characterised
 

by
 

neighbour
 

diffusion
 

drive
 

the
 

loc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connection
 

i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hereas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characterised
 

by
 

leap
 

diffusion
 

i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romotes
 

the
 

local
 

spatial
 

dispersion
 

conn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based
 

on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ensure
 

the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and
 

promote
 

financial
 

organisations
 

to
 

disengage
 

from
 

the
 

behaviour
 

of
 

􀆵elite
 

capture  
 

improve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field
 

of
 

􀆵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by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expanding
 

service
 

boundaries 
 

improving
 

the
 

skill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creasing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strengthen
 

the
 

capacity-building
 

of
 

businesses
 

and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quantity
 

expansion 
 

quality
 

improvement 
 

quantity - quality
 

combination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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